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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行政法总则制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21&ZD19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 “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改革研究”(19YJA8200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 “中国政法大学第二期行政法莘学子成长培

养计划”资助。
〔1〕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指的是: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年)》对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作出了具体

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2018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的指导意见》对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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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的裁量权及其规范路径

翁明杰*

内容提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规范行使处罚权,另一方面在社会

公众风险警示和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价值。行政机关依法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本质上属于公开政府信

息而非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公开不应对行政相对人造成 “二次处罚”。在明确行政决定公开制度

的性质与功能的基础上,应当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公开中和公开后的行政裁量兼具合法性

和合理性。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行政机关应当嵌入提前告知程序和专家咨询程序,并对行政

处罚是否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进行事前审查评估。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行政机关应当根据

民商有别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建构分级公开机制,界定不同类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内容的范围和

起算时间点。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设置内外并行的监督机制、确立决定公

开持续时间和有效的纠错机制,保障该制度 “售后服务”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裁量权 事前审查机制 分级公开机制 纠错机制

一、引 言

2021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 《行政处罚法》)在第48条中增

设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规定行政处罚机关对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

公开”。该制度源于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1〕中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旨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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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开行政执法过程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该制度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等10个部委单位和广东、天津等22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市、区、管委会)进行试点工

作。〔2〕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对行政执法公示作出具体部

署、提出明确的要求。2021年 《行政处罚法》的修订,直接将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上升到法律

层面。

《行政处罚法》第48条虽然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做了原则性规定,但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应当”“依法公开”“公开后的持续时间”“公开的撤销或撤回”等问题的判断,仍需行政机关进

行裁量。换言之,行政机关不仅要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否作出决定,还要对处罚决定如何公

开、公开什么、公开时间等内容进行裁量。倘若行政机关没有规范行使裁量权,就可能直接侵害

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可能导致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制度价值难以彰显。本文尝试对行政处

罚公开制度的性质及功能定位进行分析,再进一步对设置该制度的实体和程序约束机制进行研

究,实现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裁量权的全程约束。

二、裁量权行使前提: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性质确定与功能纠偏

(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运行现状

要描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运行现状,我们可以在该制度的前身———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中寻求答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指导意见》规定了行政机关执法三项制度,该制度一方面有

助于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模式的实现。〔3〕

近年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为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具体要求,已经在全国各地运行实施,并形

成较为丰富的实践成果。具体来说,有的省市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规范文本对行政

处罚公开的范围、内容等方面进行规定,〔4〕也有省市通过建设网上行政处罚服务平台将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制度运用于实践。〔5〕但是基于各地实践启动时间的不同、规范性文本内容制定上的

差异,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在不同地方实践运行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首先,在规范文本中,不同省市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公开的内容和公开后的结果规

定不一。比如 《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明确了主动公开的原则、主动公开的内

容、不得公开的情形和公开时需要隐去的信息;《青海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对行政执法公示的

形式、需要隐去的信息等内容进行了规定;《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仅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豁免

公开的情形,并未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及公开时需要隐去的信息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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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印发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

作方案的通知》,决定在全国一定范围内试点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参见章志远:《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三重法治意义解读》,载 《中国司法》2019年第2期。
例如上海市制定 《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青海省制定 《青海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等。
例如福建省政府通过 “福建省网上行政处罚服务大厅”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北京市公安局通过 “警务公开专栏”公

开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处罚决定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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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实践中,各地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内容上存在差异。如在福

建省网上行政处罚服务大厅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中,可以看到行政处罚对象的具体姓名、行

政处罚的具体缘由。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手段,我们不难根据网站公开的信息识别出

行政处罚的具体对象。如此一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就不免面临 “对行政处罚对象造成 ‘二次行

政处罚’”的诘问。在上海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平台中,上海市公安局虽然也公布了处

罚对象的姓名,但未公开行政处罚事由中违法行为发生地点等信息,因此社会公众不易利用现代

技术直接识别出处罚决定公开中处罚对象的个人信息。北京市公安局则直接采取匿名化的公开原

则,让社会公众无法根据现有的公开信息识别出行政处罚对象的具体信息。

最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持续期限不一。通过检索不同省市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网站可以发

现,有些省市的行政处罚决定限时公开。比如,北京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文书仅公开1年,

超过时限后就无法检索;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期限为两年,同样在超过公开期限后无

法检索;福建省网上行政处罚服务大厅上并未设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期限,笔者在检索过程中发

现仍可找到10年前的行政处罚决定。

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运行现状来看,该制度在规范层面存在规定不一、在实践层面存在

公开范围不一和公开规则不同等问题。要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有问题,就应当对行政机关

在运用该执法工具过程中的裁量权进行规范。

(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定位与性质界定

《行政处罚法》第48条限定了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处罚决定的情形。这也从侧面说明,《行政

处罚法》虽要求行政处罚公开,但未要求所有行政处罚决定都公开。2021年 《行政处罚法》的

修订,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采取了比较审慎的处理。〔6〕为了更好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在

规范文本层面和实践运行中的困境,行政机关首先应当明确该制度在行政处罚中的功能定位及界

定该制度的法律性质。

首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在功能上具有双重面向。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源于行政执

法公示制度,因此其功能定位也应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相契合。《指导意见》中指出,行政执

法公示的目的是保障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制度是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结果的公开,这既迎合了社会公众监督的需要,也满足了新时代

建设透明政府的需求。从现实来看,国家权力的运行大多在内部进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如

果只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单方面运行国家权力,缺乏实质上的与民共商、与民互动,这样

就造成国家权力的封闭运行,缺少外部有效监督,无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透明度。〔7〕对行

政机关而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能够让外部主体参与到行政机关的监督中来,监督行政执法权力

规范行使。

此外,在信息社会时代,信息已取代物质和能源成为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8〕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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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锡锌:《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及其限度》,载 《中国司法》2021年第8期。
参见赵明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 18页。
参见齐爱民:《信息法原论:信息法的产生与体系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2023年第2期

执法机关逐渐青睐运用 “柔性执法”手段开展执法工作,其中公共警告、行政处罚结果公开等

“柔性手段”得到大范围、多领域的运用。例如,在公众消费领域,公众可以根据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的内容判断或决定是否选择购买存在消费风险的产品。再如,行政相对人可以从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中了解到行政机关的处罚依据,这不仅能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实现,还能对其自身未

来行为起到风险警示和教育效果,同 《行政处罚法》中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相契合。由

此可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一方面发挥着监督行政机关规范行使行政处罚权、增进行政执

法公正性的功能,另一方面发挥个案的政策引导功能,起到对社会公众进行风险警示和教育的

作用。〔9〕

其次,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信息在内容上属于政府信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行为在性质上

应界定为行政事实行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修订)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

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即为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性质上属于政府信

息。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行为的性质,从比较法视野上可以分为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两类。比

如在日本和韩国,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因为其内在运行机制是根据社会批判这一间接的、心理的强

制来确保履行义务,所以属于行政强制。〔10〕我国台湾地区则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这种公告行

为必须通过公布被处分对象的姓名或名称、照片或其他相类似的信息来实现处分目的,如我国台

湾地区 “税捐稽征法”第34条规定公开重大欠税案件或重大逃漏税捐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内容。

该公告行为直接产生法律上的处分效果,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性质上

应认定为行政处罚。〔11〕我国也有学者主张行政处罚公开具有一定的惩戒性质,主张处罚决定公

开的效果比处罚决定本身具有更大的惩戒性。〔12〕

从规范文本和立法目的来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行为的性质应当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事

实行为,亦称 “单纯行政行为”,系泛指公行政一切并非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以事实效果

为目的之行政措施。〔13〕强化监督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主要目的,但是声誉制裁并非处罚决定

公开的法定目的。〔14〕换言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首要功能就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损益法律效果绝非行政机关运用该规制工具的目的。

基于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具有监督行政和警示、教育社会公

众的双重功能,该行为本身不具有行政处罚的 “惩戒”〔15〕“制裁”〔16〕功能,因此,行政机关不

得借公开行为对行政处罚对象造成 “二次处罚”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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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留一:《论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功能、问题与对策》,载 《学术论坛》2019年第4期。
参见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载 《法学家》2011年第1期。
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 14页。
参见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288页。
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620页。
参见孔祥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与界限》,载 《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
参见张晓莹:《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载 《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制裁性》,载 《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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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裁量权行使的界限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否、公开范围大小、公开内容的详略,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判

断。立法者授予行政机关裁量的权限,系出于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具体情境,灵活、高效

作出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决策的立法动机。〔17〕行政裁量作为行政的核心,目前已通过行政活动的

所有过程涉及一切行政领域。〔18〕行政机关之裁量,不仅着重 “具体”单独之案件,仍需考虑到

“其他”众多类似或非类似之案件;不仅注意 “个别”,还须斟酌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以及与

整个行政计划之配合;不仅要重视 “目前”之公平,还得参酌 “过去”,更要注重 “将来”之展

望。〔19〕如果对行政裁量的约束按照权力来源标准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从

约束裁量的成本和效率来看,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裁量过程中应当实现 “自我约束”。

所谓行政裁量的 “自我拘束”,即行政机关的内部约束,是指行政机关自愿采取的自我限制行为,

在许多情况下并无法律、行政命令、法院命令的要求与规定。〔20〕行政机关一方面通过排除行政

权以外的权力介入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既扮演管理者又扮演校正者角色以提高行政权控制的效

率的方式,实现对行政权力的自我控制。由此可见,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权的自我控制,可以降低

行政权控制的成本。〔21〕

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行政机关需对 “是否应当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如何公

开”等内容进行裁量,这是一个往返于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判断。行政机关在裁量是否公开处罚决

定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如何在自我约束中实现裁量权限的准确、规范行使。在这一过程中,行政

机关往往因为恣意行使裁量权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利的后果。以行政机关公开相关单位、组织

的行政处罚决定为例,行政机关不当公开处罚决定可能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商誉造成损失。经济学

家约翰·洛特的实证研究证明,被指控或被宣判欺骗顾客的公司由于商誉受损造成公司价值的损

失 (通过股票价值来衡量)比公司实际受到的罚金要高数倍。〔22〕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否会产生

制裁效果以及制裁的程度往往无法由行政机关控制,而受制于种种社会因素,因此行政机关适用

过程应当慎之又慎。〔23〕

基于此,规范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行政机关运用规范目的对

行政裁量进行引领,另一方面需要行政裁量同政策和行政惯例预设的行政裁量轨迹相契合。〔24〕

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的裁量中,可以在不同阶段 (公开前、公开中和公开后)设置自我约束

机制达到规范裁量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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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春燕:《现代行政中的裁量及其规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参见 〔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34页。
参见高秦伟:《论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载 《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
参见关保英:《论行政权的自我控制》,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SeeJonathanM.Karpoff&JohnR.Lott,Jr,TheReputationalPenaltyFirmsBearfromCommittingCriminalFraud,

36 (3)JournalofLawandEconomics757,802(1993).
参见前引 〔16〕,王贵松文。
参见前引 〔17〕,郑春燕书,第81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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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建构事前审查机制

如果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视为行政规制工具,那么可以根据规制机理,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分为对市场经营活动参与者的 “声誉机制作用下的公开”和对个人的 “羞辱 (shaming)机制作

用下的公开”。这两种机制,前者减损市场经营活动参与者的财产利益,后者减损个人的人格利

益。〔25〕对市场经营活动参与者而言,声誉首先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声誉受损减少

捐赠资金来源,影响组织的生存与发展。〔26〕声誉,尤其是不良声誉,只要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

则在公众的认知中具有很强的黏性 (stickiness),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27〕对个人而

言,羞辱机制下的行政处罚公开会直接减损其人格尊严、名誉权、平等权及隐私权。羞辱机制下

的行政处罚公开,很可能因为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导致 “群体极化效应”〔28〕的出现。因此,

行政机关应当通过事前审查机制规范裁量权的行使,对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应秉持审慎

态度,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立足于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平衡公益与私益的基础上进行

划定。〔29〕

(一)实体评估:“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实质判断

当前有学者谈及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时认为:“应以 ‘行为标准’为基准,‘种

类标准’和 ‘程序标准’为辅助标准……即在公共性较强的领域,行政处罚决定原则上均需公

开,但处以较轻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不予公开。”〔30〕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根据行政处罚

信息与公众利益密切程度将其分为 “食品安全、产品质量违法的处罚信息等”和 “社会管理领域

的处罚信息”两类,并基于信息种类确定不同的判断标准。〔31〕笔者以为,行政机关在认定 “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裁量权,如果全国各地、各级行政机关不能适用相对统一

的认定标准,那么在实践中极易陷入相似案件在公开结果上不统一的困境。因为对 “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判断属于应然上的价值判断而非实然判断,所以行政机关在判断 “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与否时既要考虑处罚行为本身的社会影响力,也要考虑处罚决定公开后可能产生的社会

影响力。因此,行政机关在评估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公开时应当将其置于价值判断的框架内

展开。

1.严格区分不同主体

现有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适用过程中存在领域重叠、外延不清等问题,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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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参见张学府:《作为规制工具的处罚决定公开:规制机理与效果优化》,载 《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期。
参见党生翠:《慈善组织的声誉受损与重建研究》,载 《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1期。
参见吴元元:《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声誉异化及其法律规制》,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讨论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观点。

参见 〔美〕凯斯·R·孙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参见前引 〔14〕,孔祥稳文。
前引 〔14〕,孔祥稳文,第1629页。
参见前引 〔6〕,王锡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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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以主体为界分标准,确立全新的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对市场经营活动参与

者的违法行为是否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裁量评估,应当秉持从严原则。首先,与个体比较而

言,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营的主体是影响社会公众消费的重要变量,其对社会作用的范围、深度

不是个体能够比拟的,因此裁量评估市场经营活动参与者违法行为是否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应

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其次,市场经营活动参与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在食品药品、公共卫生

等民生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因此,行政机关对这类

主体的处罚决定加大公开力度,能更好发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社会警示和教育功能:警示生产

经营者应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教育相关生产经营者应当清楚计算违法的直接成本和潜在成

本,促进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运行。〔32〕最后,行政机关还可以通过发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的信息公示功能,解决消费市场上消费信息不完备、不对称的问题,引导消费者做出合理的消费

选择,〔33〕促进市场生产经营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对个人的违法行为是否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裁量评估,应当秉持从宽原则。一方面,我

国法律要求对个人隐私采取高强度的保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

豁免情形,“个人隐私”成为行政机关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理由。〔34〕隐私,一为私,二为隐,前

者指纯粹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后者指权利人不愿意将其公开。〔35〕个人隐私本

身具有私密性,不容许外界侵入。行政处罚决定的不当公开会引起公众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

突,更为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信息发布权、知情权和隐私权三者之间的权利冲突。〔36〕尽管在

《民法典》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后,有学者主张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 “个人隐私”

应当通过修订或修正的方式,将 “个人隐私”改为 “个人信息”〔37〕或 “个人私密信息”〔38〕,但

无论是 “个人隐私”还是 “个人信息”,我国的法律对个人信息都采取高强度的保护方式,因此

行政机关在决定公开个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慎之又慎。

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下,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判断中不当行使裁量权,极可能使该制

度 “异化”,从而对行政相对人产生 “二次处罚”的法律效果。以 “李某迪嫖娼案”为例,尽管

朝阳警方对处罚对象的姓名进行匿名化处理,但是网友经过挖掘、推测后还是能推定朝阳警方公

布的处罚决定中 “李某迪”即著名钢琴家李云迪。该处罚决定公开后,大众对李云迪口诛笔伐。

纵观该案发生后的社会反映和公众舆论走向,朝阳警方公开处罚决定的行为本质上可认定为行政

拘留处罚后的 “二次行政处罚行为”。尽管李云迪作为公众人物,其隐私权不能无条件地对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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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段礼乐:《羞辱性执法的信息经济学阐释———以企业负面信息发布制度为分析对象》,载 《政法论丛》2018年第

1期。
参见林沈节:《“消费警示”及其制度化———从 “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谈起》,载 《东方法学》2011年第2期。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

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
参见杨立新、李怡雯:《中国民法典新规则要点》,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517页。
参见马迅:《行政处罚决定公示:挑战与回应》,载 《江淮论坛》2017年第5期。
参见前引 〔35〕,杨立新、李怡雯书,第518 520页。
参见李卫华:《民法典时代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条款的困境及完善》,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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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知情权,应当受到必要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隐私权就应当无限制让渡给公众知情权。〔39〕

因此,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前,判断个人违法行为是否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时应当秉持从

宽原则。

2.兼顾违法行为的本身严重性与公开后的社会影响

明确不同主体适用不同的处罚决定公开原则后,行政机关还需从违法行为本身和违法行为公

开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两方面进行综合裁量,最后决定是否公开处罚决定。

首先,从违法行为本身来看,尽管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否属于价值判断,但是行政机关在价

值判断前仍需将违法事实作为评估基础。修改后的 《行政处罚法》按照行政处罚严重程度调整了

具体行政处罚种类的顺序,〔40〕第9条关于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大致按照从轻到重的顺序排列,

行政机关在决定是否公开处罚决定时可以将违法行为处罚结果的轻重作为参考。同时,行政机关

还可以参考行政违法行为侵害法益的严重性。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

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41〕行政机关在判断行政违法行为侵害法益的程

度时,可以将法益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个人法益包括人身安全、财产、健康等方面,而

超个人法益则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等方面。在二者关系上,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并非对立

关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量的区别。〔42〕因此,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区分,能够为行政机

关在是否公开处罚决定的判断上提供可量化的评估标准,行政机关可根据违法行为所侵害的法益

内容决定是否公开处罚决定。

其次,行政机关需评估处罚决定公开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导向与行政违法行

为的社会影响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行政处罚,往往会影响公共政策的

走向、吸引舆论的关注;而公共政策的导向和舆论关注度,往往也会影响行政处罚的社会影响。

传统领域如环保领域、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一直以来都是舆论、媒体关注的重点,行政机关公

开这些领域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势必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姿态,一旦确定

下来,有利于构成一种情境,未来的一系列决定都将在这一情境中作出。”〔43〕公共政策的导向往

往会扩大行政处罚决定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行政机关可以将当下的公共政策作为处罚决定公开与

否的考量因素。如在防控新冠疫情期间,行政机关应当将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处罚决定予以公

开,这样也能警示教育 “处在违法边缘”的企业、个人,给他们敲响警钟。

(二)程序保障:提前告知程序与专家咨询程序的实施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事前审查机制包括实体评估机制和程序机制,二者共同在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前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笔者以为,事前审查机制中的程序机制应当包括提前告知程序和专

家咨询程序。行政机关针对不同的处罚对象适用不同的判断原则,同时还要兼顾违法行为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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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贺光辉:《辩证地对待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载 《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
参见杨伟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2 33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页。
参见前引 〔41〕,张明楷书,第81页。
〔英〕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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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和公开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处罚决定是否公开的判断中,行政机关还应嵌入提前

告知程序和专家咨询程序,最终作出是否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

1.提前告知程序

在处罚决定公开前,行政机关应当设置提前告知程序,保证被处罚对象知悉行政机关权衡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与否的过程。尽管行政处罚决定是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

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影响,但是该行为仍有可能在传播媒介和信息交流的推波助澜下,对行政相对

人造成致命的打击。因此,行政机关有必要在处罚决定公开前嵌入提前告知程序,保证行政相对

人的知情权,同时允许行政相对人对处罚决定公开发表意见、说明理由,实现规范行政裁量权的

目的。在处罚决定公开前,行政机关通过提前告知程序的设置既能够实现行政相对人对处罚决定

公开行为的理解,也有利于加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裁量权的监督,防止裁量权的恣意。在开放的

法律执行过程中,特定当事人应该有权提出执法者需要考虑的、有关事实和价值的意见,执法

者应该斟酌立法者疏于细想的事实和价值问题,运用能动的法律解释方式,赋予规则或原则丰

富的意义和生命力,在详细说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甚至执法者若拥有并详细说明可确定的、

极为充分的事实和价值理由,可以适当偏离实在法形式上的严格指令。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政府

行为,比相对机械、封闭的照章办事,更有可能具备可接受性。〔44〕提前告知程序要求行政机

关将行政程序的运行方式、时间等一系列与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环节,及时让行政相对人

知晓。〔45〕

2.专家咨询程序

专家咨询制度属于公众参与中的一项具体制度,旨在邀请专业领域学者、实践工作者对行政

决策、行政立法发表专业意见,以提高行政决策、行政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法律法规等规定

为行政机关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提供合法性支撑,而专家咨询意见能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提供合

理性和科学性支撑。在知识产权、环保、药品和食品等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中,要求行政机关在行

政立法和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专家咨询制度。笔者以为,行政机关也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

事前审查机制中引入专家咨询制度,当然这里的专家不能局限于法学专家,还应包括社会学专

家、公共管理学专家、传播学专家等各领域专家。行政机关通过专家书面论证、专家论证会等形

式将各领域专家召集起来,形成专业的专家意见,供行政机关参考。“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

许是普通的涵义———是效率。”〔46〕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行政机关不仅需要兼顾公平与合理,

也要兼顾效率。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对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评估并非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

断,因此需要引入各领域专家学者贡献智识,提供价值评价,提升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公开判

断的合理性。经过专家运用专业知识判断后,行政机关无须再重复、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学习

就能作出准确的决定,保障效率和公平合理双重价值的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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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参见姜明安等:《行政程序法典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7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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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时:设置分级公开机制

在决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后,行政机关还应当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和处罚公开的开

始时间点,保证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范围,根据公开对象可以分为对内公开

和对外公开;根据公开内容的详略程度,可以分为全文公开和摘要公开;根据公开的样态,可以

分为显名公开和匿名公开等。行政机关应当通过行政处罚决定分级公开机制的设置,避免行政机

关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肆意行使裁量权、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分级公开机制的设置标准:民商有别原则+公共利益考量

1.分级公开机制的公开范围:民商有别原则

对违法信息的公布进行区分处理是一种较为常用和实用的处理方法,也被众多国家在信息公

开的立法或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纳。〔47〕如美国的沃恩索引制度就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形成一份完

整的文件,该文件既要对政府信息进行区分处理,也要充分描述每一项不予公开文件的内容。〔48〕

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我国可以引入民商有别原则,充分考虑不同类别违法行为对社会影

响力的不同和对行政相对人 “作用力”的迥异。行政机关应先对商业行为和民事行为进行区分处

理,并基于此确定不同类型处罚决定的公开范围。

如果违法行为为商业行为,则可以更多考虑公开,加强对其约束;如果违法行为属于民事行

为,则价值选择上应更多考虑个人生活安宁,毕竟在互联网时代,违法信息一旦公开,就会像牛

皮癣一样难以消除。〔49〕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个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个人信

息可能会被多类型地处理,被大规模、自动化收集和存储,而且一旦信息收集者收集到这类信

息,他们不仅不愿意删除,〔50〕还渴求更多的个人信息,以对海量个人信息进行分析、利用,描

摹人格画像。〔51〕因此,在处罚决定公开时,行政机关应当尽可能保护个人处罚决定中涉及的个

人信息,采取技术手段避免个人信息的 “可识别”“再识别”,避免在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违法处

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基于商业行为的社会影响范围,行政机关在公开因商业行为而被处罚的

处罚决定时,可以在行政处罚事实清楚、处罚结果合理清楚的情况下,考虑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

容更加全面、具体。

2.分级公开机制中的公开节点:公共利益考量

行政机关在公开处罚决定时,除了考虑处罚决定的公开范围外,还应当考虑处罚决定公开的

开始时间点。2021年修订的 《行政处罚法》并未吸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修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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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参见许莲丽:《论违法行为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权保护———重庆高考 “加分门”事件引发的思考》,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参见董妍:《政府信息公开中行政主体的信息分类义务》,载 《行政论坛》2015年第2期。
参见前引 〔12〕,袁雪石书,第289页。
参见 〔美〕迈克尔·费蒂克、戴维·C.汤普森:《信誉经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价值与商业变革》,王臻译,中

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5页。
参见程啸:《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载 《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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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中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开始时间点的规定,这就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程度上的自由

裁量权。笔者以为,行政机关确定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开始时间点时,一方面要将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前提前告知程序和专家咨询程序所花费的时间作为考虑因素,另一方面还要将公共利益作为

考虑因素。公共利益,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理念,在以往的民商事立

法中被称为社会公共利益,在英美法上也被称为公共政策。〔52〕行政违法行为是否影响公共利益

的判断,往往和行政违法行为是否具有较大、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判断相等同。

因此,行政机关在确定公开处罚决定的开始时间上,应当考虑被处罚对象和被处罚行为的社

会影响力。比如长春长生疫苗的行政处罚案,该案引发社会对疫苗品质的担忧,产生巨大的社会

影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对于此类案件,行政机关可以直接作出 “应当公开行政处罚决

定”的决定,并尽快公布该类行政处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知悉,能很大程度平复公众舆论、平

复公众的焦虑情绪,也能产生提升政府公信力和透明度的效果。

(二)民事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与开始时间点

在因民事违法行为而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中,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不仅不能着眼

于对处罚对象主体信息的披露,还应当侧重对处罚对象个人信息的保护。部分规范性文件规定行

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公开被处罚人的姓名,〔53〕实践中也有部分省份的行政处罚网络信息平台上

直接显示被处罚对象的姓名和处罚地点。北京市工商局发布的 《关于利用网络科技手段规范行政

执法程序的情况报告》强调,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主要是为了发挥其教育监督职能。〔54〕因此,行

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时,处罚对象主体信息的披露并非处罚决定公开的首要目的和重点,行政

处罚决定作出的依据、违法事实等内容才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众对

行政处罚结果的监督。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在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的信息时,应该事先

对所有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并逐一归类,然后对有关个人隐私的部分不予以公开,其他部分加以公

开。〔55〕如 《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2018年修订)规定,公安机关向社会公开法律文书,应当

对自然人姓名做隐名处理;行政机关在公开个人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对涉及姓名、身份证号

码、住址、电话号码、家庭成员、联系方式、健康状况、机动车号码等个人信息应该不予公开。〔56〕

除此之外,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还应当考虑删除 “关联性信息”。 “关联性信

息”即处罚决定公开的、社会公众可以根据此信息关联查询完成处罚对象身份信息 “再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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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参见张荣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参见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第10、12条。
《关于利用网络科技手段规范行政执法程序的情况报告》规定:“我局利用各分局的对外网页,建立了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查询界面,在行政处罚案件证据材料公开原则的基础上 (但带有密级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公开),提供被处罚当事人名称、注

册号、处罚文书号、处罚决定文本、处罚机关名称等项的查询服务。”
参见前引 〔47〕,许莲丽文。
《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14条规定:“向社会公开法律文书,应当对文书中载明的自然人姓名作隐名处理,保留

姓氏,名字以 “某”替代。”第15条规定:“向社会公开法律文书,应当删除文书中载明的下列信息:(一)自然人的住所地详

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联系方式、公民身份号码、健康状况、机动车号牌号码,以及其他能够判明其身份和具体财产的信

息;(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涉及具体财产的信息;(三)涉及公民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信息;(四)案件事实中涉及有伤风

化的内容,以及可能诱发违法犯罪的细节描述;(五)公安机关印章或者工作专用章;(六)公安机关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信息。
删除前款所列信息影响对文书正确理解的,可以用符号 “×”作部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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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单一谈论某一信息 (如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是否属于个人信息毫无意义,而

广泛应用的大数据技术扩大了 ‘马赛克效应’,即 ‘近看’某些个别信息明显不属于个人信息,

例如唯一设备识别号、驾驶路线等,但是 ‘远看’这些个别信息所组合而成的信息集群则极有可

能识别特定自然人。”〔57〕当前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采取 “可识别”标准,但是

“可识别”的简洁表述和抽象定位,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判断存在解释

鸿沟,难以达到立法追求的效果。〔58〕有学者主张引入 “关联性”标准,但是这种方案又存在无

限扩大个人信息外延的可能性。〔59〕笔者以为,在处罚决定公开时,行政机关可以先征求被处罚对

象的意见,再决定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范围。在民事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应当以摘要

公开为主、全文公开为辅,对外公开为主,对内公开为辅,匿名公开为主,显名公开为例外。

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开始时间上,民事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中,涉及严重影响公共秩

序的时间较少,因此行政机关可以根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8年修订)的规定,在处罚决

定作出之日起20日以内公开行政处罚决定,而对于严重影响公共秩序的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

关应当在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7日以内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总体上,行政机关对处罚决定公开的

开始时间以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20日之内为主,7日之内为例外。

(三)商事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与开始时间点

因商事行为引起的行政处罚案件本身多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处罚决定作出后也会引起社会的

较大讨论,因此对这类案件,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应当以具体化为原则、抽象化为例外。当

前各领域相关的行政处罚程序规范中都指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包括的内容,如 《文化市场

领域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试行)》要求有条件的

地区,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逐步实现全文公开。在商事违法行为引起行政处罚的案件中,行政

机关应当全文公开处罚决定,详细说明违法事实、行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处罚的结果。如2021

年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78条第2款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应当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行政处罚信息的及时归集、共享、应用和公开,对生产经营单位作出

处罚决定后七个工作日内在监督管理部门公示系统予以公开曝光,强化对违法失信生产经营单位

及其有关从业人员的社会监督,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诚信水平。”如此一来,既能保证社会公众

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外部监督,也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警示、教育效果,降低该类违法行为的发

生频率。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开始时间点目前有两种规定模式,一种是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8年修订)规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开始时间为处罚决定作出后的20日之内。当前采用这种

方式规定开始时间点的规范文本有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2012年修订)《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文化市场领域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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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精武:《个人信息 “可识别”标准的适用困局与理论矫正》,载 《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128页。

SeeH.Nissenbaum,AContextualApproachtoPrivacyOnline,140 (4)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Arts&
Sciences32,43 47 (2011).

参见前引 〔57〕,赵精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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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试行)》等。另一种是依据 《指

导意见》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开始时间为处罚决定作出后的7日之内。当前采用这种方式

规定起始时间点的规范文本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邮政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2020

年修订)等。笔者以为,基于商事违法行为自身的影响力和规范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考虑,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的开始时间应当以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7日之内为准,如此也能同 《指导意见》保持

一致。如遇到社会影响力巨大、严重影响公共秩序的处罚案件,行政机关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

3日之内通过网上平台等途径公开行政处罚决定。

五、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明确持续期限及纠正、监督手段

《行政处罚法》虽然在第48条第2款中吸收了 《指导意见》中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纠正

手段的规定,但是未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的持续期限、纠正手段的具体运行方式和监督手段做

进一步规定。为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全程的裁量权都能规范行使,笔者以为有必要在行政处罚

决定公开后,通过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持续期限、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公开的救济手段和监督

手段,供给有效的 “售后服务”来约束行政裁量权。

(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持续期限:分类设置

当前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期限在规范文本中规定不一,实践中行政机关也各自把握尺度,因

而亟待从规范上设置统一的持续期限,以规范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后的裁量权。根据 《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行政

处罚信息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在信用门户网站的一般公示期限为1年,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为3年。而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规定,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公开期限一般为5年。〔60〕《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则规定,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为3年。不同部门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持续期限规定都考虑到处

罚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和所在领域的特殊性。笔者以为,目前各类文件不统一的期限设置,直接影

响处罚决定公开的实践应用效果,因而有必要对处罚决定公开的持续期限确立统一的标准。具体

说来,行政机关在设置处罚决定公开的持续期限上,可以区分自然人和企业或其他组织两类,对

自然人的处罚决定公开持续期限设定为1年,对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处罚决定公开的持续期限设定

为3年。

(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保障机制:内外监督与纠错机制应用

1.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并行

行政机关公开处罚决定后即开始接受社会的外部监督,此时的外部监督应当包括社会公众对

行政处罚决定本身的监督和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监督。首先,对社会公众监督行政处罚决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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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期限一般为5年。法律法规有其

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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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来说,我国 《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处罚相对人和相关人的救济手

段做了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申诉和行政诉讼等手段实现权利的救济。行政

机关一旦发现行政处罚应当变更或应当确认无效等情形,需要即刻启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撤回和

说明理由程序。其次,对社会公众监督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来说,社会公众一旦发现行政机关公

开的处罚决定侵害个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异议。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在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信息的载体上开通意见反馈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公众对处罚决定公开提出的异议、

违法线索等。行政机关内部也需要建立起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部纠错程序,保证行政机关及时

发现处罚决定信息是否存在问题,及时应对处理。

2.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纠正:有效纠错机制

《行政处罚法》第48条第2款对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确认无效时,

行政机关的撤回和说明理由义务做了宏观规定。该规定从程序上要求行政机关撤回处罚决定必须

在 “三日内”、说明理由必须 “公开”。实践中,如果行政机关发布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在媒介

缔造的信息洪流的推波助澜下势必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行政机关只能通过

设置有效的纠错机制,努力减少因错误发布的处罚决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名誉、财产、声誉等

方面的损失。

有效的纠错机制要求 “纠错信息应当与原有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相关信息具有同位性、同步

性、同时性”〔61〕。首先,行政机关应当保证错误处罚决定撤回的及时性。行政机关一旦发现行政

处罚决定错误或被依法变更,应当及时启动纠错程序,〔62〕在公开载体上撤回原错误的处罚决定

信息,避免对处罚对象造成的侵害随着时间增长而加剧。其次,行政机关还要保证处罚决定撤回

的说理信息与原处罚决定公开信息在相同的信息载体中公开,努力用纠错信息抵消原处罚决定公

开后对行政相对人产生的不利效果。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队伍

的执法能力和专业素质。鉴于全国各省市各地区行政执法队伍素质、能力之间存在差异,建议各

省市在建设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平台时专门设置处罚决定纠错栏目,实现处罚决定纠错信息与处罚

决定同位公开,凸显纠错机制的重要性。

六、结语:发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应有价值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并非行政处罚,无法发挥行政制裁的法律效果,因此行政机关在运用

该制度的过程中需明确制度功能、价值,避免该制度出现 “异化”现象。“社死”一词屡屡被公

众使用,该现象侧面反映在信息时代,信息一旦被不当使用、不当传播,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极

易超出人力控制的范围。因此,在信息时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更应该被合理实施,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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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陈武略:《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评介》,载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第43页。

《行政处罚法》第48条第2款规定:“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

应当在三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翁明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的裁量权及其规范路径

行政裁量权应被约束与规范。作为行政精髓的行政裁量,其规范行使程度直接影响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与合理性,也直接或间接影响行政机关的公信力。行政机关在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需要审

慎裁量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处罚公开期限”“处罚公开范围”等事项,努力为自己的权力划定

行使区域、设置必要程序,保证处罚决定公开的平等性,避免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被滥用,发挥行

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应有价值。

Abstract:Ontheonehand,the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disclosuresystemplaysa

functioninsupervisingadministrativeorganstostandardizetheexerciseofadministrativepunish-

mentpower,andontheotherhand,itplaysaroleinpublicriskwarningandeducation.Admin-

istrativeorgans􀆳lawfuldisclosure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sisessentiallythedisclo-

sureofgovernmentinformationrathertha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soadministrativeorgans

cannotusethissystemtoproducethelegaleffectof“secondarypunishment”againstadministra-

tivecounterparts.Onthebasisofclarifyingthenatureandfunctionofthesystemfordisclosureof

administrativedecisions,administrativeorgansshallstandardizetheexerciseofdiscretioninthe

disclosure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s,ensuringthatadministrativeactivitiesbefore,

during,andafterdisclosure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sarebothlegalandreasonable.

Beforea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ismadepublic,administrativeorgansshallembed

advancenotificationproceduresandexpertconsultationprocedures,andconductapriorreview

andassessmentofwhethertheadministrativepunishment“hasacertainsocialimpact”.Inthe

disclosure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s,administrativeorgansshallconstructhierarchi-

caldisclosuremechanismsonthebasisoftheprincipleofdifferencebetweencivilandcommercial

affairsandtheprincipleofpublicorder,anddefinethescopeandstartingpointofthedisclosure

ofdifferenttypes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s.Aftera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

cisionismadepublic,theadministrativeorganshallensuretheeffectivedevelopmentofthe“af-

ter-salesservice”ofthesystembysettingupasupervisionmechanism,aneffectiveerrorcorrec-

tionmechanism,andestablishingthedurationofdisclosureofthedecision.

KeyWords:disclosure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cisions,discretion,priorreviewmecha-

nism,hierarchicaldisclosuremechanism,errorcorrec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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